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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�罗仁地先生意义创造论导读�

�

杨旭�

武汉大学文学院、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�

�

内容摘要�罗仁地先生提出“意义创造论”，强调语言是一种动态行

为，属于交际和整体人类行为的一部分。其核心观点认为，人类通过

溯因推理在解读的环境中创造意义，这一过程主观且不完备，但却是

生存本能的体现。罗先生认为，交际行为是示意与推理的格式塔，语

言仅是制约推理的工具，而非唯一方式。他还主张语言是一种文化习

俗，反映并影响认知与文化，具有动态性和惯性。语言差异源于环

境、社区和文化接触，研究应采取整合主义方法，结合跨学科、归纳

法和实际语料，避免结构主义框架。�
 

意义之创造，创造于头脑。 

（The�Creation�of�Meaning:�It’s�All�in�Your�Head.） 

——罗仁地（Randy�J.�LaPolla） 

 

罗仁地教授是一位奇妙的先生，面对他著作等身的成果，你会遇到范畴化的问题。罗

先生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，提供了两种分类法：一种是按照体裁，包括书籍、专刊、论文、

报纸文章等；一种是按照语言和话题，包括汉藏语系、藏缅语族、汉语、独龙语和日旺语、

羌语、他加禄语、人工智能、语用学与语言发展、语言类型学与田野调查、社会语言学、

历史语言学、他人访谈自己、自己访谈他人等。这些洋洋洒洒的成果，拼凑出的是怎样一

个罗先生呢？ 

罗先生是汉藏语专家，师从东亚和东南亚语言权威詹姆斯·马提索夫（James�A.�
Matisoff）先生，考察过上面提到过的诸种语言；他熟悉英语和汉语普通话及其方言，能

够阅读法语和日语文献，还接受过两年的古藏文训练；正是在熟悉这些语言的基础上，他

在语音学、形态学、句法学、词汇学、语义学、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皆有精深见解。 

他懂各种研究方法，做过田野调查，足迹遍及美国、菲律宾、中国（如北京、上海、

台湾、香港、湖南、四川、福建、云南）等（罗仁地 2007；罗仁地、卢琳 2024）；做过心

理学实验，如通过实验方法讨论了现代汉语的语音象征性问题（LaPolla�1994）；做过神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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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实验，试图用功能磁共振成像（fMRI）和脑电图仪（EEG）技术，来研究溯因推理在

大脑中的表征（罗仁地 2023a）。 

他精通很多新兴的理论，如角色-指称语法、信息结构理论、构式语法、语法化学说、

互动语言学等；也掌握很多经典的理论，如历史比较语言学、结构主义（如布拉格学派）、

系统功能语言学、语言类型学等；他也很懂非语言学的知识，在研究和教学中体现出跨学

科性，比如罗先生曾说他的理论也考虑到给哲学、心理学、人类学等领域去参考，他所指

导的博士生、博士后分布于中文系、哲学系、教育系、心理学系和社会学系等。 

罗先生是如何把这些貌似差别很大的理论或领域熔铸在一起的？这就不得不提罗先

生的意义创造论了。意义创造论的英文是 The�Creation�of�Meaning，从这个名字本身就可

以看出，这不是只关注语言的理论，而是从更大的视角出发的。何谓“意义”？我之前问

过 AI“‘人生’的意义是什么”，我想知道的是“人生”这个词的语义，但因为“人生的

意义”这个表达已经“习俗化”了，它们给出的永远是哲学角度的回答。罗先生关注的就

是这个更大的“意义”。 

接下来，我将对罗先生的理论进行导读，主要基于这几篇文章：罗仁地（2017、2022、
2023a）、罗仁地、潘露莉（2002）、LaPolla（2003、2015）。这几篇文章有重合之处，但各

有侧重，如果非要推荐一两篇的话，我个人推荐罗仁地、潘露莉（2002）和 LaPolla（2015）。
这篇导读的目的是在整理罗先生观点的基础上，帮助大家理清意义创造论之构建逻辑，

带大家了解其纷繁复杂与内在统一；间或有我个人的点评，但不多，还是推荐大家去阅读

原文。 

�
 

一、世界因溯因推理而获得意义�
 

意义创造论的核心主张是：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生存下去，需要了解周遭发生的事

情，需要了解我们如何与之互动，需要了解如何免于环境之伤害；这种了解即是在创造意

义，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。表面看来，这一核心主张没有谈及语言，但其实处处都在谈

及语言，因为罗先生不仅把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考虑在内，而且把整体的交流行为与非交

流行为都考虑在内，关心的是人类与整个大自然（包括与同类）之间的互动，而研究这种

人类行为正是罗先生真正感兴趣的所在。 

那么人类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？通过思维或者推理。罗先生每次阐述意义创造论，

都要把推理的知识先讲一遍（三者的定义、特征和案例见表 1），而且特意强调了溯因推

理相对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重要性。这是因为：溯因推理在意义创造论中具有基础

地位，因为意义创造的主要推理方式是溯因推测。人类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，把那些最

相关的事实或假设整合在一起，这既包括人类感知到的周围环境，也包括大脑里边激活

的内在环境，从而创造出一种“解读的环境”（context�of�interpretation）；1在这个环境中，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1�可以看出，“环境”是一种认知或心理现象（Ungerer�&�Schmid�2006：48）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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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对某现象做出解释或提出假设，从而创造了意义。我们无法脱离这种解读环境进行

推理，比如在判断那些脱离环境的词语的意义时，我们会无意识地创造出一种环境。 

 

表 1 推理类型 

类型 子

类 

定义 特征 例子 

确定推

理 

演

绎 

从一般前提出发，通过演绎得出

具体陈述或个别结论 

前提真实保证结论

真实 

所有人都会死 (前提) 

苏格拉底是人。(前提) 

苏格拉底会死。(结论) 

不确定

推理 

归

纳 

对一组数据进行概括，获得一般

结论 

前提真实只能保证

结论可能真实 

 

我见到的天鹅都是黑

的。（数据） 

天鹅是黑的。（结论） 

溯

因 

针对某种现象提出原因（即因果

推理） 

有人拿着一把刀向我

走来。（现象） 

他是要过来给我切苹

果。（解释） 

 

遗憾的是，大家忽视了溯因推理，包括人工智能专家。罗先生说：“了解溯因推理法

的功能和运用对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。……到目前为止，专做科技的学者甚至没有广

泛认识到溯因推理法在下一步行动中的重要性，而这正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可以帮忙的

地方。”（罗仁地 2023b）受罗先生启发，我在“认知语言学”课上讲到“语言决策”，也

会特别地讨论到溯因推理法，并且概括了它的三个特征：（1）社会性，溯因推理属于社会

推理，会激活用于心智解读的脑区；（2）概率性或主观性，因为意义的创造经常需要快速

做出，所以整合的事实或假设必然是不完备的，所得结果也只能是大概率准确的；（3）自

动性，即溯因推理经常是一种自动化加工，属于社会心理学所说的直觉思维（gut�feeling，
Gigerenzer�2007）或者系统 1/快思考（System�1，Kahneman�2011）。 

对溯因推理的一个误解是，它只是“溯因”，即由果及因，不包括由因及果。但事实

上，二者是统一在一起的。罗先生指出，由因及果即预测，是溯因推理的一种应用。举到

的例子包括：开车的时候看到前面的车好像偏左，可以推测是因为他要换车道；黑云出现

是因为水汽聚集，预测会下雨。好比我们说“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，知兴替当然可以

指导我们创造未来。当然，这种预测更像是预估，即我们无法做到真正的预言。具体到人

际互动，我们通过溯因推理来理解同类行为（如动因、意图），也预测同类可能做出哪种

行为（如帮助或伤害），这不过是普遍生存本能的一种应用；当我们理解了同类试图让我

们了解其意图的意图，那么就具备交流的基础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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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流是示意和推理的格式塔�
 

交流涉及发起者和回应者二重角色，发起者做出示意行为，让对方明白自己想要

就某些事情进行交流；回应者对之进行推断，得出示意行为背后的意图是交流。发

起者在做出示意行为时，也在推断回应者的理解能力，然后采用最有可能帮助对方

理解的示意行为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在文学和幽默中，发起者的目的是对回应者

的理解稍加阻碍，让对方付出更多的认知劳动以获取答案，因为我们人类有一种从

推理中获得快乐的本能。罗先生关于文学和幽默的观点，让我对正在思考的修辞本

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。我之前认为修辞和“元语言功能”密切相关，但是罗先生的

观点启发我：我们之所以喜爱语言文字游戏，乃植根于我们喜爱推理的游戏本能（杨

旭 2025）。 

在罗先生看来，交流包括语言和非语言行为，是一个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的格

式塔。他常举到的例子是上课点名：在课堂开始时，老师叫到“Alan”（艾伦），有

一个学生指着艾伦的空位，说“厕所”。在这个交流行为中，学生知道老师叫人名

字是在点名，而不是“称谓”；老师则根据语言线索“厕所”、非语言线索手势以及

上厕所的百科文化知识等，推断艾伦到了，只是临时去了厕所，所以不应该标记为

缺席。罗先生还举到纯视觉的例子，比如图 1，由爱尔兰风格的图案构成，虽然形

式较为陌生，但人们仍能推断出 Google；再比如图 2，不同视角会得出不同的字母。

罗先生想通过这些例子说明：我们创造出什么样的意义，取决于我们的固有观念、

我们认为重要/突显的东西，以及我们本身的视角。 

 

 

图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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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

 

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没有太大差别，都是服务于交流格式塔的。罗先生给了神经

科学的证据：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，语言和非语言交流的处理位于大脑同一区

域，包括被称为“布罗卡区”和“维尼克区”的区域。罗先生进一步假设，如果我

们设计一个心理学实验，来验证语言交流是否特殊，那么会发现语言与非语言交流

并无差别。这也与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领域通用（domain-general）认知能力的观点

相一致：即没有专门用来处理语言的认知能力，用于处理语言的认知能力也在其他

认知领域中发挥作用，语言不过是诸多领域通用认知能力的延伸。我有一门叫作“语

言与符号”的课，会讲到姓名、脏话、唱歌、表情符号（Emoji）这些不被视为语言

的例子，我发现通过这种交流格式塔的视角，学生更容易对语言学产生兴趣。  

在交流行为的格式塔中，语言和非语言的角色并列，都是用来制约对交流意图

的解读的，只不过语言更为明确或精细，即“非语言交流和语言交流之间的区别是

工具或方式的区别，进而导致精度的差异，就像手撕面包和刀切面包的区别一样”

（LaPolla�2021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明确或精细是相对的，比如英语“I�have�had�lunch”
（午饭已经吃了）和“I�have�been�to�the�mainland”（我到过大陆），都使用了强制的过

去完成标记，制约得已经足够明确（我们不可能理解为现在或未来），但是过去是

多久，只有结合环境才能知道：前者是发生在一个小时左右，后者是发生在更久的

过去。更典型的例子是：我们会字斟句酌地制定法律，目的是明确，但仍然需要法

院或法官来解读法律，这也给了坏人在法律灰色地带游走的可乘之机。 

正是在上述背景下，罗先生提出“一切都是语用学（It�is�all�pragmatics）”这一

在很多人看来有些激进的说法。既然一切都是语用，那么与意义创造的主观性一样，

交流行为也具有不确定性。交流不像过去认为的，是一种编码和解码的过程，做不

到像邮寄包裹一样，邮寄的是什么，接收到的就是什么。交流主要基于具有概率性

的溯因推理，其中语言相对于非语言固然提供了更多的制约，但永远不可能做到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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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百制约。
2
我从罗先生的论述中领会到了辩证法：人类交流既体现出理性，因为

合作原则的核心即是假设人是理性的；也体现出非理性，因为意义创造具有主观性，

交流行为具有不确定性。 

 

 

三、语言是一套涌现出的文化习俗�
 

2019 年，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，我的合作导师林静夏老师推荐我去听罗先

生的课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没怎么听说过罗先生，因此并没有要去见大师的那种兴奋。只用

了一节课，罗先生便征服了我，听他讲“语言何以不同、为何不同”（HOW�&�WHY�
LANGUAGES�DIFFER），我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抛开人格魅力不谈，这种一见如故

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观决定的，因为我们都信奉：语言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。

我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，就已经跟随王仁强老师学习了相关理论，还翻译了两篇论文

（杨旭、王仁强 译 2015；王仁强、杨旭、李娜 译 2018）。在新加坡听罗先生讲课，我又

找到了一位知己。 

还是拿路的例子来说明比较好——这也是复杂科学和罗先生最常用到的例子

——但不是类似于柏油路那样的路，而是草坪里面众人踩出来的路，英文叫作“欲

望之路”（desire�path）、“牛道”（cow�path）或“羊道”（goat�track）。人们在穿越草坪

时，没有人想着要创造一条路，只是想着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（即捷径）；一开始也

只是踩踏的痕迹，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后，量变发生质变，一条路就“涌现”

出来了，或者被人们识别出来了。这让我对鲁迅的名言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

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有了不同的认识。语言就像这条路，在前语言时代，没有人

想着要发明一门语言，
3
但是当很多人尝试与同类沟通或互动时，语言便慢慢地形成

了。这种形成没有目的或方向，而且永远不会停止，因此语言不是静态的事物，而

是动态的演变，我们所看到的静态的词典、语法书，不过是动态演变的一个快照，

语言唯一不变的是变异和变化。 

罗先生认为，语言就像烹饪/饮食或者穿衣一样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习俗，其功能

在于制约人类交流中的解读环境；所谓语言知识或规则，不过是我们以前如何使用词语

和结构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经验。既然是文化，那么就可以施行“拿来主义”。罗先

生举到的例子是英文中的 gungho（“有极大的精神或热情”），来自中文“工合”

（“工业合作社”），英文“拿来”之后便完全按照自己的文化来使用。好比东南亚

虽然“拿来”了西方的叉子和勺子，但是使用的方式却非常不同。这些例子显示了

语言和非语言文化之间的类似。 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2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可以理解罗先生为什么要用“制约”这个词，即是从反面来排除歧义的，

或者说缩小可供推测的范围，而不是从正面促进“解码”得到语言中“编码”的意义的。�
3�当然，在语言诞生之后，人们具备了独立创造一门语言的能力，比如历史上有很多尝试创造世界通用

语言的实践（如世界语），如今为影视剧创造的人造语言也是非常多（如克林贡语）。�



26�
�

语言既然是文化，那么也具有惯性特征。罗先生都是从个人角度论述这个特征

的，但我认为应该区分一下个人习惯和集体习惯：个人在习得语言之后便形成习惯，

比如把某些语音归为同一个音位，而把其他语音视为其他音位，在学习第二语言时

想改变这种习惯非常之难，因此口音是很难避免的；集体在涌现出语言之后也表现

出惯性，即语言虽然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中，但不是极速或动荡的演变，否则很难作

为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，与之前强调的语言之“变”相比，集体语言又表现出稳定

性或一致性。 

把语言视为一种文化，就不得不谈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了，这是“语言与思维”

领域所关心的话题。罗先生一直重视浪漫主义传统（LaPolla�2020），因此对语言与

文化或思维的关系多有论述：  

 

人们的文化和认知（例如，人们如何描述事件）会影响语言，但是一旦成

为语言中的惯例，就会传递给后代，并且会影响人们如何思考这些事情。……

语言编码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，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（因为我们从

祖先那里学习了这些概念）。（LaPolla�2015） 

 

看得出，罗先生基本上是主张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。首先，语言反映出人们的

文化和认知构建。以中文和英文对比为例（来自罗仁地 2017），“汤”和 soup，“南

瓜”和 pumpkin、squash，“有”“在”和 have，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，

因为不同语言反映了不同社群的认知范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“反映”可能随着

时间推移而消失，罗先生举了非语言的例子，比如戴领带、在英国喝茶前倒牛奶、

公路上的拟人交警；也举了很多语言的例子，比如“回车键”（carriage�return）的叫

法来源于过去打字机纸架回位，“拨电话”（dial�a�phone）来源于过去的拨号盘，Goodbye
是对“God�be�with� ye”的简化，这些例子都是过去自有其理据，但现在理据消失了，

习俗化的行为留下了。 

其次，语言也会影响人们的思维。《话镜》作者盖伊·多伊彻（Guy�Deutscher）
说，空间、性别和色彩是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展示语言对思维有影响的领域

（Deutscher�2010：236）。但对我而言，语言学家不举语言本身的例子是说不过去的，

罗先生就用了语言本身的例子：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真的会把普通话中“北京”

中的开头声音听为/b/，他们也不会听到普通话中四个声调之间的区别。此外还举

了自身的例子：罗先生在美国长大，认为小虾、大虾和龙虾是三种非常不同的动物，

因为它们在英文中有非常不同的名字（shrimp、prawns、lobsters），但是在中文里，它们

都叫“虾”，只不过在大小上有所区别（“小虾、大虾和龙虾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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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语言何以不同、为何不同？�
 

前面讲过，我上过罗先生的一门课，叫作“语言何以不同、为何不同”。正是在这门

课上，我体会到罗先生对一门具体的语言，可以了解得有多么细微。当我们阅读罗先生的

理论文章时，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哲学家；但是当我们阅读他的案例文章时，我们发现他是

一个跋山涉水做过很多田野调查的科学家。 

语言何以不同？关键词还是“制约”：语言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能表达或能理解什么，

而是必须表达或必须理解什么；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，因重复使用而发生

习俗化之后，会选择对那门语言使用者来说最重要的概念领域进行制约。罗先生把这种

“制约”呈现为 3条公式，三者之间呈现递进关系（更多的例子参 LaPolla�2003）： 

（1）语言是否制约对某一特定概念领域的理解？比如，汉语没有标记时的结构，而

英语有好几种标记时的结构。 

（2）如果制约了某一特定概念领域的理解，那么程度如何？比如英语将来时的解读

分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而日语分为过去和非过去，日旺语（缅甸克钦邦）分为非过去时

和四种程度的过去时（取决于事件发生在过去多长时间）。 

（3）如果制约了某一特定概念领域的理解，那么是如何制约的？比如说：一个说英

语的人想说 He�is�washing�his�hair，必须用一个领属结构来制约对头发所有者的识别。在

同样的情况下，日旺语也需要制约头发所有者的身份，但使用的是反身语和中动结构。 

在这个框架下，罗先生对语言差异提出更理智的看法：不能简单地说某种语言的语

法化程度更高或对解读的制约更强，只能说某些语言在特定概念领域（如时态、共指）上

选择了更强的制约，而在其他领域可能更为开放。这种多样性揭示了语言适应不同文化、

认知和环境需求的灵活性。 

至于语言为何不同，罗先生认为，语言的差异源于环境、社区规模、认知模式和文化

接触的共同作用。语言不是静止的，而是通过无数个体的反复互动和适应逐渐演变的“无

形之手”的产物。其结构和词汇反映了说话者如何理解世界，以及他们面临的沟通需求。

尽管某些语言特征的最初动机可能不再明显，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和文化适应的

证据（详参 LaPolla�2003）。 

 

 

五、倡导整合主义的研究方法�
 

罗先生倡导过很多种研究方法： 

跨学科研究。既然语言本质上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，而是灵活的文化行为、交流行

为，那么语言学就是一门行为科学，所有有关行为的科学都跟语言学有密切关系，都是一

体的（罗仁地 2017）。这也是为何罗先生会在“2021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交叉学科前

沿论坛”的演讲中说：“我的研究领域是语言学，……但是，当有人问我做什么样的研究

的时候，我说我研究人类行为和认知。”（罗仁地 2023a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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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纳式方法。罗先生说，语言研究应基于真实语料，观察重复模式及其功能，依语言

自身特性定义其范畴，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把所谓跨语言范畴套用到未描述的语言身上，

这样才能摆脱掉印欧语系或汉语框架的影响，确保每种语言的分析独立、客观，揭示其现

象多样性（杨旭、卢琳 2021；罗仁地 2022）。罗先生呼应了石锋先生和李宇明先生（石锋

2025），倡议：“新时代的语言学研究，要着重以人为中心，呼吁大家走向社会！走向田野！

走向实验室！走向互联网！”（罗仁地 2023a） 

不区分共时和历时。罗先生指出，21 世纪的语言学研究观点认为，语言并非固定体

系，也无“共时”与“历时”之别，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不断涌现。这种视角拓宽

了语言学研究范围，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所有交际行为，包括非语言交际和动物交际，而不

仅仅局限于脱离语境的语言形式（罗仁地 2017；罗仁地 2024）。 

具体的提倡还有很多，如果要一言以蔽之的话，那就是“整合主义”。罗先生把他所

主张或认同的理论称为“非结构主义”或基于使用（usage-based）的方法，包括意义创造

论、整合语言学（Integrational�Linguistics）、极点构式语法（Radical�Construction�Grammar）
等。与结构主义的还原主义、成分主义和分布主义相比，整合主义以实际的言语单位（语

调单位、构式）为基本单位，并从交际互动的格式塔来看待言语行为，不仅包括语境和语

调，还包括手势、眼神以及交际互动的其他方面（罗仁地 2022）。 

罗先生的方法论是如何形成的？你可以说罗先生之所以提倡这样的方法论，是因为

抱有前述认识论；但也可以说，是因为罗先生按照这样的方法论来展开研究，才形成了前

述认识论。这种循环因果也体现在罗先生的论述里边： 

 

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现象，是一种复杂自适应系统，是很多人进行交际时涌现出

来的副产品。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够解释其所以然。20 世纪时由于结构主义语言

学理论的影响，有不少人认为在研究语言的时候，可以脱离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有关

方面而单独研究语言的形式，但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带给我们有用的结果，由此可

见，我们需要从交际互动的格式塔（完形）以及影响交际互动发生和运作的因素进行

研究。 

…… 

遵循以上讨论的融合性方法，我对交际的本质以及语言的作用和本质有了新的

理解，而这种新的理解与传统的看法很不一样：我了解到交际不是像电脑一样通过

编码和解码进行的，交际的关键机制是溯因推理法，就是推测对方做出交际行为的

目的。（罗仁地 2023a） 

 

最后做个总结吧。我想说，罗先生不单单是一个语言学家，而是一个富有人文主义精

神的科学家。也许正是这种人文精神，才是我特别喜爱罗先生的深层原因。我现在正在武

汉大学代“人文社科经典导引”的通识课程，讲述仁爱、理性、正义、生死、爱恨、审美、

悟性这些貌似很抽象的话题。这不是一门语言学的课，但我在课上也常引用罗先生的观

点。比如讲到生死问题时，我会引用罗先生跟我们说过的，人生没有什么意义，是我们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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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赋予的意义，追求爱与被爱是意义之一种。尤其是在第一课，我在讲为何要设置人文通

识课程时，会引用到罗先生那篇常读常新的演讲。所以，这篇文章以罗先生的引文开头，

最后还是以罗先生的原话结束吧： 

 

人类如果不想被机器取代，就必须回到使我们成为人的本能（get� back� to�what�
makes�us�human）。这包括合作学习、创造力、批判性思维和同理心——而这些正是

与艺术和人文教育相关的技能。……。人文学科的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它们

拥有一种明显但难以捉摸的能力，照亮我们共同的人性，照亮不同历史情况下的不

同人的生活。这些作品以某种方式超越了自己创造的条件——针对其时代说话，但

也超越其时代。（罗仁地 2023a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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